
唐·张 《朝野佥载》云：“唐国子监助教张简，
河南缑氏人也，曾为乡学讲《文选》。 ［1］”而据《四库
提要》的推断，其书撰写的年代“在天宝之前”，“凡
滥入中唐后事者，皆应补遗之文”；那么，判断这一

情形为开元、天宝时事，就或无大谬；但张简如何
讲授《文选》，因记载的简略，且又夹杂、附益在不
无神秘的野狐化形的故事中，而不能得知。幸运的
是， 在西北敦煌一地， 因留存有三个关涉讲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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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注》抄本，而能让我们窥知一二。

一 写本年代的推断

这三个关涉讲章性质的 《文选注》， 指俄藏
Ф·242（先前编号为L.1452，下简称俄藏本）、天津
艺术博物馆（下简称天艺本）和日本永青文库所藏
（下简称永青本）《文选注》。 俄藏的抄写时间已有
学者探讨①，概括而言，傅刚先生据文中“世”、“民”
字缺笔，“治”、“照”、“隆”、“基”不讳，认为写于太
宗朝。 对此，范志新先生与许云和先生不同意，范
文博列其讳字，认为避至代宗，而定在“代宗至顺
宗三代，大而言之，盖在中唐也。”许文则据朱彝尊
《经义考》卷288中据文宗开成二年（837）国子监刻
成的《石壁九经》总结的讳字规律，以及“古者卒哭
乃讳，故生不讳”的礼制，定为肃宗之后代宗李豫
时的抄本。
今按， 假如通览饶宗颐 《敦煌吐鲁番本 〈文

选〉》（中华书局，2000年）所收的卷子，就会发现，
俄藏无论就形制（行大字十三、十四字不等；注双
行，行十九、二十字不等）还是抄写工整的程度，都
堪为赞叹。重要的是其避讳较为严格，这也是能通
过讳字来探讨抄写时代的关键所在。毫无疑问，唐
时的避讳有一个从宽松到严格的前后发展过程。
如果我们把有明确抄写年代的永隆二年 （681）弘
济寺抄本，即P.2528卷子与俄藏相比，无疑能发现
敦煌写卷的一些避讳特点。 P.2528卷子中，“若历
世而长存”中“世”字不避，而“今民馁而君逞欲”中
“民”字缺末笔，就说明其时避讳并不严格；还能说
明的是，其写卷遵守“卒哭乃讳”的礼制，因为卷中
“赞劳永逸，无为而治”的“治”，并不避今上李治的
御名（681年，李治已在位31年，敦煌不存在不知道
或传不到的问题）。但这一早期避讳不甚严格的情
况，到了后来就严格多了，俄藏Ф·242写卷的出现
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至少此卷中不仅“世”、“民”
字都避，而且避类似的字，如“临组乍不绁”中“绁”
字也避———这只能是严格避讳下产物。所以，以互
相比核、参照的观点来理解，就可能更贴近事实。
通过核对（相关的字用繁体），“丘淵之《新集录》”、
“皆出《白虎通》”、“救鲁民”、“康世屯”、“临组乍不
绁”、“享国渐世”、“嫚被顯祖”、“但学即得”、“彪之
以文”中“淵”、“虎”、“世”、“民”、“顯”、“但”、“彪”
等字避， 而 “隆斯民”、“靡適不怀”、“豫章之木出

焉”中的“隆”、“适”、“豫”不避；则俄藏当为代宗李
豫时的抄本。
下面看天艺本、永青本的避讳情况②： “欲龙

虎之为志”、“遣夏侯淵”、“世行”、“见为城旦”、“赵
有毛亨 《诗》”、“太守从事， 適辽东” 中的 “虎”、
“淵”、“世”、“旦”、“亨”、“適”等字避；而“元元，善
民也”、“禹初治水时”、“故言檄豫”、“不誦：不肯习
誦”中的“民”、“治”、“豫”、“誦”字不讳。又，天子七
庙，避讳有出祧制度；据此，大致为顺宗时代的抄
本。 当然， 这里还要考虑一下敦煌当时的政治情
况。敦煌在建中二年（781）陷番，大中二年（848）当
地大族张议潮起义赶走了吐蕃， 其间近70年是在
吐蕃直接管辖下的； 而避讳无疑牵涉到对政权的
认可、归属感和立身、节操等大事。 所以，781年以
后的写卷，再据唐讳去推断抄写的年代，就不免有
些问题。 这样前推，定在德宗时的抄本，即陷蕃以
前，大致还是可以说明问题的。 不过，因大唐情结
的存在，其民间避讳也可能持续更长一些时间，因
为陷蕃期间， 这一地的民众几乎一直进行着不屈
的反抗［2］。 但《唐摭言》卷1《会昌五年（845）举格节
文》中，没有沙州的贡举名额，也说明了这一问题
的复杂。

二 写卷的性质

对Ф·242《文选注》，许云和先生从六个方面，
即基本上用口语、不避重复、引文不规范、详略不
当、多以己语转述典故、自己作的注仅十之一二，
而论定注本为“乡塾选学讲章之本”，“残卷实实在
在就是一个学生记录的乡塾选学讲章之本”。许氏
所言的“选学讲章之本”，确有道理，可为定论；但
其说的“学生记录的”、“乡塾”两个方面却不免略
有争议。 从卷子本身看，此卷抄写清晰、工整、整
洁，一般的听课笔记恐怕做不到，至少会有因紧张
或其他原因而漏掉的地方，这一点如与天艺、永青

① 罗国威师《俄藏敦煌写本Ф242号〈文选注〉的文献价值》，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2期。 傅刚 《俄藏敦煌写本Ф242号
〈文选注〉发覆》，《文学遗产》2000年第4期。 范志新《俄藏敦煌写本
Ф242号〈文选注〉与李善五臣陆善经诸家注的关系》，《敦煌研究》
2003年第4期。许云和《俄藏敦煌写本Ф242号〈文选注〉残卷考辨》，
《汉魏六朝文学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② 此据罗国威师《敦煌本〈文选注〉笺证》前所附的影印件，
巴蜀书社，200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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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本比较，能更清楚地看出（这两个抄本漏掉了好
多内容）。因此，与其说是“学生记录”的抄本，还不
如说是老师讲学的底本，倒可能更近于事实。其所
说的“乡塾”，在没有证据前，恐怕也不能这样断
言；因为敦煌一地的教育比较复杂，既有官学性质
的州学、县学，还有私学性质的义学、家学、寺学
［3］，这样笼统说“乡塾”恐怕未必妥当，也可能给人
不必要的误解。
与许氏的推断相类似，天艺、永青抄本也存在

上述情况。 整个说来有以下五点：
1. 注本多用口语，这与严格意义上的注本有

根本区别的。 如称南齐为“齐家”，称周为“姬家”，
称北魏为“胡元家”等，并且不避方言，如“李斯教
始皇”，“渠得之者，未解其义，但传教使读”等。 其
最常用的句式为“谓……”， “言……”，或“故云
……”、“云……”等，如“召人者，是言入谷来召之
人”，“萌芽，言始初有也”，“三事，谓《尚书》、《逸
礼》、《左氏春秋》”等，比比皆是。
2. 与一般的释义或注典不同，抄本多节略原

文语词，着眼于疏通、串释文意，表现出较浓的讲
授色彩。 如：“‘至若兰芷’、‘桂林’等，自喻北胡虏
之地，非我贤士所处。”“腾，阉人无儿，故《曹瞒传》
曰：‘腾是得夏侯谭子，即嵩’，故云‘乞匄’。 ”“‘专
行’、‘卑侮’等，道操执天子权。”再如释“卫使者不
然”，“‘不然’者，畏有非常云，故‘卫’之。”显然，注
者意在提醒所讲的语词、句意。 另外，引事时多以
“事出……”、“出……”为体例，也是告知的口吻；
这种体例几乎贯穿了写卷的始终。
3. 整个看，写卷缺释的地方较多，据韩国奎

章阁本《文选》①原文，缺释10几字、20多字是常
态，缺30字以上，甚至高达90字、180多字的，也在
在多有，如《与嵇茂齐书》中“仰荫游凤之林”、“无
金玉尔音”间缺释原文102字，《喻巴蜀檄》中“处列
东第”、“重烦百姓” 间缺释原文189字，《檄吴将校
部曲文》中“邑侯杜镬”、“焚首金城”间则缺释原文
125字；这在注释体例上是一个严重的不可忽视的
缺陷。 比较之下，Ф·242写卷的正文则无一残缺②。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笔者推测，如排除漏页、脱
页的可能，那就只剩下一种情况，即学生在听讲时
因某种原因漏记造成的。毫无疑问，这当是一个学
生的听课记录。 这一点只要与Ф·242《文选注》比
较后就能发现，在格式、空格、分段、工整等方面，
俄藏与规范的刻本毫无二致，如类，顶格，一行；标

题，另起一行，顶格；次一行，正文。而天艺、永青都
不单独起行，一连下来；至于空格，更随心所欲，毫
无规律，有时甚至在一个词语解释的中间，也没缘
由地空了一格； 这种不无杂乱的情形明白无误地
表明了课堂记录的性质，而非规范的抄写本。
4. 简繁失当，不该注的注了，该注的却反而

不注，如《北山移文》中的题解，重复“当是丹阳为
都”、“齐时都丹阳”；在解释“钟山之英，草堂之灵，
驰烟驿路，勒移山庭”时，语意反倒因繁琐而滞涩。
而且大量的是较浅显的词义解释。 如 “李叟，老
子”；“根萌，言未树根芽于土地，言不可”；“恙，病
也”等。
5. 经核查，注本引用的出处、故实，多与原典

不合；且有随意以口语来概述内容的倾向，这就不
能用一时的疏忽来解释———此当然不合注文的规
范，而只能是讲章下的产物。
特别说明的是，写卷错误极多，如不校释，几

乎不能卒读；这一点更与Ф·242《文选注》判然有
别———这也只能是听课下的产物。综合而论，此写
卷当是学生的课堂笔记，而非老师讲课的底本。

三 写本与当下科举的关系

既然是讲章的性质，那就有一种现象，其着重
提及的书名、 引文或详加解释的必然是其熟习的
内容；这也容易理解，大凡一己熟习的知识，总会
不由自主地会多讲一些。 因此，从其引文、书名能
看出其擅长的知识或背景。 统计引文中出现的书
名后能发现：天艺写本共20条，其中《易》4条，《诗
经》、《尚书》、《老子》、《左传》、《庄子》 各1条， 计9
条，近于一半；永青写本共16条，其中《易》6条，《诗
经》3条、《礼记》2条，《尚书》、《春秋》、《周礼》 各1
条，计14条，近十分之九。其详加解释的内容，10篇
文章中，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缺注的地方最少；
其解释最详的地方有两处：一是“欲建立《左氏春
秋》……不肯置对”等43字，讲者竟解释了151字，
对当日经学《左氏春秋》的存亡、废兴，确实称得上

① 奎章阁本《文选》，其底本为北宋哲宗元祐九年（1094）秀
州州学本《文选》，基本上没有删节，保留了李善注、五臣注的原
貌。

② 天艺本是“十纸，……每纸二十二行”，永青本是“十一纸
连成之长卷”，其漏页、脱页的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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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虽有时可“以诗赎帖”，但机会不多。

② 为以下七条：1.“长卿曰：‘盖闻明者远见于未萌， 而智者
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所忽者也。 ’”（《上书谏
猎》）2.“屈原《离骚经》云：‘积毁销金，积谗磨骨。 ’” （按：应为江
淹《诣建平王上书》）3.“班固《西都赋》‘风毛雨血，洒野蔽天。 ’”4.
“《西京赋》‘税繁役劳，人尽力殚。 ’” （按：《西京赋》中只有“赋政
任役，常畏人力之尽也。 取之以道，用之以时。 ”）5.“潘安仁《笙歌
赋》‘闻之者悲，听之者呜咽。 ’” （按：祢衡《鹦鹉赋》：“闻之者悲
伤，见之者陨泪。 ”）6.“赋云；‘轻生重气，结党连群。 ’” （张衡《西
京赋》：‘轻死重气， 结党连群。 ’）7.“赋云：‘笔不停缀， 文不加
点。’” （按：此祢衡《鹦鹉赋》中的句子）

了如指掌。 一是对《檄蜀文》“未遑修九伐之征”中
“九伐”的解释，讲者不仅说出“九伐”的具体内容，
还进一步概述其意旨，以致共用了115字，可谓洋
洋洒洒。这足以说明讲者对经学的浸染和熟习，已
浸入到骨髓了。 更宽泛一些，我们也能发现，讲者
详加解释的内容， 又多是 《史记》、《汉书》、《三国
志》，这固然与标题的限制有关，如陈琳《为袁绍檄
豫州》， 但其对史书的熟习也应是一个重要的原
因。
这种读习经书中融汇《文选》，并不是一个偶

然的现象，而是一种必然。 据敦煌本《杂抄》载：
《史记》（司马迁修）、《三国志》（陈寿

修）、《春秋》（孔子修、 杜预注）、《老子》
（河上注）、《三礼》（孔子修、郑玄注）、《周
礼》（王弼注）、《离骚经》（屈原注）、《流
（刘）子》（刘协注）、《尔雅》（郭璞注）、《文
场秀》（孟宪子作）、《庄子》（郭象注）、《切
韵》（六 （陆） 法言作）、《毛诗》、《孝经》、
《论语》（孔子作、 郑玄注）、《急就章》（史
犹（游）撰）、《文选》（梁昭明太子召天下
才子相共撰谓之 《文选》）、《汉书》（班固
撰修）、《典言》（李德林撰之）、《千字文》
（钟繇撰、李暹注、周兴嗣次韵）
上述诸经史可视为敦煌在中晚唐时期的基本

教材；其教育过程，是先识字、习书，次习启蒙教
材，然后在官学（州学、县学）学习儒家经典。 需说
明的是，不仅明经要习经书，进士也需帖经①，只
不过“帖”的内容前后有变更；大体说来，初唐帖一
小经并注，开元二十五年（737）后，帖一大经及《老
子》（见《唐六典·尚书礼部》）。 因此，不管是明经、
进士，经学都是必学的，只不过要求不同罢了。 但
也显然，仅读这些书是不行的，或不易消化，这就
需要辅助以必要的其他书籍。 此种要广泛读习经
史的言论，在敦煌卷子中并不乏见，如翟奉达的七
言诗，“男儿不学读诗赋，恰似肥菜根尽枯。 ”《（齿
牙）（出可） 书》（括号里是一个字）“男儿不学读诗
书，恰似园中肥地草。”S·2048写卷《父母恩重讲经
文（一）》说的更为具体：“人家男女，从小至大须交
（教）礼仪。 是男七岁十岁以来便交（教）入学……
嘱仙（先）生交（教）文字，孝养礼仪须具备，未待教
招一二年，等闲读尽诸书史。 ”在上述书目中，《文
选》列在其间，正说明是士子在科举前所要阅读的
书籍之一。 反过来，我们在敦煌写卷《新集文词九

经抄》中也能找到例证，即《经抄》中引用《文选》。
据郑阿财《敦煌写卷新集文词九经抄研究》，P·2557、
P·2598、P·3621 “正可拼凑缀合成一具有首题、尾
题，且内容完整的《新集文词九经抄》一卷并序。 ”
［4］统计后，郑氏论断：

综观 《新集文词九经抄》 所援引之
书，以数量而言，经部书籍出现之次数，
几占全书之半，其次则为老、庄等道家典
籍。 其中，《论语》几占四分之一（79则），
《尚书》十分之一（33则），《老子》（含河上
公注）约十分之一（34则），其次为《太公
家教》（26则）、《礼记》（25则）、《庄子》（20
则）、《诗》（13则）、《易》（12则）、《孝经》
（10则）、《史记》（12则），其援引的情形与
唐代教育的实际情况相吻合。 ［4］30（则数
为笔者据其统计数目所加）
出自《文选》的条目，据笔者统计，共7则②。 固

然《文选》并不以通俗性的格言、嘉语著称，但其能
有7则入列，比较起《易》、《史记》，却也是一个不小
的数目了。这确实说明了《文选》与读习经书、科举
的密切关系。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据《唐摭言》卷1《乡贡》

载：
有唐贞元（785—804）已前，两监之

外，亦颇重郡府学生，然其时亦由乡里所
升，直补监生而已。 尔后膏粱之族，率以
学校为鄙事。 若乡贡，盖假名就贡而已。
景云（710—711）之前，乡贡岁二三千人，
盖用古之乡贡也。 咸亨五年（674），七世
伯祖鸾台凤阁龙石白水公， 时任考功员
外郎， 下覆试十一人， 内张守贞一人乡
贡。开耀二年（682），刘思元下五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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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雍思泰一人。 永淳二年（683），刘廷奇
下五十五人， 内元求仁一人。 光宅元年
（684）闰七月二十四日，刘廷奇重试下十
六人，内康庭芝一人。长安四年（704），崔
湜下四十一人，李温玉称苏州乡贡。景龙
元年（707），李钦让称定州乡贡附学。 尔
来乡贡渐广，率多寄应者，故不甄别，置
于榜中。
从间隔年数的缩短看， 咸亨五年到景龙元年

30年间，乡贡（即地方未经正规官学教育而由地方
官选送，或怀牒自荐的考生）在迅速发展；发展的
结果就是榜中不再特意标明。 这种由乡贡构成的
对官学的强烈冲击，发展到德宗，甚至出现了始料
不及的情形———贞元十四年， 进士 “殆绝于两
监”［5］。 这一点，从《会昌五年举格节文》中更能清
楚地看出两监的衰落和乡贡的膨胀。而天艺、永青
本写卷正出现在这乡贡日渐兴盛的时期， 即上所
推断的德宗时期；可以想见，地方私学的兴盛也势
在必然。 为提高竞争力，除经学外，或者说为了捷
径，为能提高诗赋的水准而读习《文选》也自在情
理之中。《文选》进入了私学教授的视野。这三个敦
煌写卷正好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明。 而敦煌之所以
能出土了一批《文选》的写卷（共29个写本），大约
原因正在于此。

四 写本讲章的特色

既然写本在盛行的李善、五臣注后，那么三者
是怎样的关系呢？ 或者说，虽然属于讲章的性质，
固不指望其流传后世，但从便宜的角度说，是否会
借鉴声名甚盛的李善、五臣注呢？
罗国威师《敦煌本〈文选注〉笺证·前言》曾引

日本汉学家神田喜一郎对永青本的《解说》：
此注，与李善注、五臣注全然不同。

我国平安时代荟萃《文选》诸注而纂辑的
《文选集注》一书之现存残本中，正好有
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一文存在，以与此
敦煌本注相较，竟无一条相同者……（天
艺本）与李善注、五臣注、日本平安朝写
本集注等均有不同。
即这两个写本都没有借鉴李善、五臣注。如果

把这两个写本与现存较完整的韩国奎章阁刻本

《文选》比较，能发现两者所述，确系事实。 为说明

这一点，兹以解说较细的“檄”类解题为例说明：
永青本：
“檄”，皦也，明也。将欲出师，比之于

雷，雷动则电出，故师先之以皦，比电光
出。 言皦然以道理喻告之。 六国时，（张
仪）游于楚，至楚相处，相失璧，而怨秦盗
之。 故仪，秦照王时，为秦相，为一尺二
寸， 檄楚相。 言其皦可明。 檄， 自张仪
始。 当汉武帝建元五年， 知通夜郎、滇
池，遣中郎将唐蒙，赉帛遣诏，征巴蜀千
人，兵粮送运。蒙，在郡发万人，后诛巴蜀
之渠帅，蜀人大惊，故帝遣司马相如，相
如往檄，以晓喻之。
李善注：
《汉书》曰：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

略通夜郎、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
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军兴法诛其渠率。
巴蜀人大惊恐。上闻之，乃遗相如责唐蒙
等，因谕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
翰曰：
檄，皎也，喻彼使皎然知我情也。 此

周末时，穆王令祭公谋甫为威让之词，以
责狄人之情，此檄之始也。 唐蒙通夜郎，
征发巴蜀吏卒，因军兴法，诛其渠帅，巴
蜀大惊。 上闻之， 使相如作此檄以责唐
蒙，因喻巴蜀人以非上本意之事也。
比较后能看出：永青本对“檄”的解释，本于

《文心雕龙·檄移》（这点与李周翰不同， 李周翰把
“檄”的起源追溯到周穆王）；对“喻巴蜀檄”的解
释，则本于《汉书》，因为其较具体地概述了前后经
过（这点与李善不同，李注可能限于引述的体例，
而只节选其关键的章节作注，部分内容未说）。 这
就足以说明写本并非依据李善、 五臣注， 而是史
书。这也有一个铁证，即抄本在解释《与嵇茂齐书》
“昔李叟入秦，及关而叹”时说“叹事未详”，“是为
敦煌本注著者未曾见李善之明证也”［6］。 （对此，李
善、五臣都有注。）这就不免让人疑惑：因为至少早
在永隆二年（681）就已有相当完整的大赋《西京
赋》李善注的抄本，假如讲授者想获得李善注、或
五臣注，应当难度不大———但为什么不借鉴呢？笔
者推测，就整个注释看，作者对文意的疏通、串释
相当熟练，是这种熟练和自信让他没去借鉴；或者
说，偶有借鉴，也淹没在自己的解释中而让后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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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辨了。 但不管怎样，由这两个写卷，对当日讲
授《文选》的情形，却可推知一二：
第一，疏通文意：这种情况大量存在，触手可

及，大略有三种：其一纯粹的文意翻译：如“皆古文
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的注
为：“各写廿通，藏之于秘阁，伏隐藏陈”。其二概述
一句或几句的文意：如“或先贞而后黩”的注为“先
贞后黩，谓被召入尘俗”。 “曩者强秦弱主，赵高执
柄，专制朝权，威福由己，时人迫胁，莫敢正言，终
有望夷之败”的注为“此言比曹操执权，假卫天子，
如赵高、禄、产等”。 其三解释其间隐含的故实：如
“续遇董卓侵官暴国”的注为“‘续董卓’者，袁绍当
为虎贲中郎将，遭董卓起，乃是向关东，袭陈馥军，
取之，遂令聚关东起义军，欲诛卓。 徐、兖、青、冀、
豫四州，合谋推绍为盟主，辞合兖州，俾坠其师”。
第二，解释字词：这种情况更为习见，仅举两

例：“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的注为“汉
时，以赃买得官，故云‘舆金’、‘输货’也”。 “操，赘
阉遗丑”的注为“‘赘’，赘肉，言操本乞养之子。 后
‘阉’即腾，是黄门儿”。
据此，讲授者释义的意图一望即知，而非是李

善般注明故实。 这是唐代科举考试方式的必然结
果。 开元、天宝以来，明经考帖经、策试，进士考帖
经、杂文、策试（名称相同，但各自要求不同）。而帖
经，主要是背诵，为便宜计，根本不必深究典章故
实。 所以，永隆二年（681）（时距唐开国已63年）就
以诏令的形式驳斥投机取巧者，“如闻明经射策，
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进士不寻史籍，惟
诵文策”。这还只是初期的情形，尚不甚严重。开元
二十五年（737）的诏令，措辞就严重多了：“进士以
声律为学， 多昧古今。 明经以帖诵为功， 罕穷旨
趣。”［7］对此，采取“仍按问大义十条”———即考问
意旨的方式来解决，以防范于未然（一个“仍”字，
说明先前已实行过）。这一做法也在官学中得到了
执行，太和五年（831）“明经帖经，口试，策经义” ［7］［3］3

这也有一个证据。法藏P.2527扬雄《解嘲》，就
脱落了李善注十处， 这很可能就是抄写者认为不
必要而省略的；因为这十处，只能提供语源，实在
无补于文意的理解，如“吾闻上世之士，人纲人纪，
不生则已”，善注：“《尚书》曰：‘先王肇修人纪。’孔
安国曰：‘修为人纲纪也。’”“纡青拖紫， 朱丹其
毂”，善注：“《东观汉记》曰：‘印绶，汉制，公侯紫
绶，九卿青绶。 ’《汉书》曰：‘吏二千石朱两轓。 ’”

“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苍天，大者含元气，细者入无
间”，善注：“《春秋命历序》曰：‘元气正，则天地八
卦孳。 无间， 言至微也。 ’《淮南子》 曰：‘出入无
间。’”而这个写卷，据其间的讳字，“虎至则靡耳”、
“闻上世之士”、“旦握权则为卿相”、“世治则庸夫
高枕”中的“虎”、“世”、“旦”、“治”都避，则至少是
睿宗李旦以后玄宗时期的写卷，正好与天艺、永青
本处于同一个时期。 这样，结合时代风尚，这种省
略就不足为奇了。又，欧阳詹在《太学张博士讲〈礼
记〉记》时说其贞元十四年（798）张博士讲解《礼
记》时，“先申有礼之本，次陈用礼之要，正三代损
益得失，定百家疏义长短，镕乎作者之意，注乎学
者之耳，河倾于悬，风落于天，清冷洒荡，幽远无
泥，所昧镜彻于灵台，所疑冰释于心泉。”这当然是
好的情况；而景云三年（712），皇太子行释奠礼时
就极不客气地批评当时国学的讲授方式：“问《礼》
言《诗》，惟以篇章为主；浮词广说，多以嘲谑为
能。”［8］据此，我们似乎能说，讲解篇章、疏通文意
正是当日的一种主要方式。
不管怎样，至少能这样说，不论这两个写本是

否参考了李善、五臣注，但其疏通文意、解释字词
的做法，却无疑与五臣注一脉相承。这也能从具体
的注本上说明《文选》盛行时期的讲读风貌，也从
一个侧面说明五臣注解方式的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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